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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政策之決定因素

-國際租稅競爭或國內政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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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期的租稅實證文獻認為影響一國公司所得稅稅率政策制定的因素除了

國內經濟因素外，最主要的就是國際間的租稅競爭，而研究對象集中在歐盟或

是 OECD 會員國等已開發國家；另政治經濟文獻雖強調政治才是決定租稅的最

後關鍵因素，然而從事實證方面研究的文獻卻是極為有限，至今尚未涉及公司

所得稅稅率，更未從事跨國研究。因此，不同於過去的租稅及政治經濟文獻，

本文除探討來自他國的稅率競爭及經濟因素對一國之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的

影響外，同時亦分析法定公司稅率是否受到政治運作如政府體制與貪腐等因素

之干擾。樣本涵蓋不同開發程度之 50 個國家於 1985-2007 年間的追蹤資料，

採用隨機效果模型來估計，結果得到法定公司稅率同時受到國際租稅競爭與政

治因素的顯著影響。另外，開發程度越高的國家，對於稅率競爭壓力的反應越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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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taxation, focusing mainly on countries in European 

Union or OECD countries, sh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 country’s 

income tax rate policy, besides domestic economic factors, is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Studies on political economics, though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s in 

determining taxation, provide little empirical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this issu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ax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domestic 

corporate tax rates.  We also examine 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tax rates and political 

factors, such as the level of corruption and the role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Using 

annual data of 50 countries, covering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1985 to 

2007, we show that domestic corporate tax level is affected significantly by tax rates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degre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parliamentary system.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pressure from tax competition is more 

intense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Corporate tax, Corruption, Parliamenta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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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全球化演進，經濟整合度增高，企業到低稅率國家投資機會愈來愈多。

這種自由逐漸侵蝕各國政府的獨占能力，進而使各國政策管制逐漸解除，政府

從事租稅制度改革。 

觀察近二十年各國公司稅率數據，法定公司稅率呈下降趨勢。各國公司稅

率相繼調降的解釋頗眾，但大部分文獻認為一國的政策變動受到他國政策影

響。這種租稅政策的互動大致可歸諸標竿競爭(yardstick competition)或租稅競

爭壓力。標竿競爭係指任何一國的選民為避免政治上的代理問題(political 
agency problems)1，因而會比較鄰近區域的政策來決定其對執政者的支持程

度；而執政者也會基於討好選民為下一次選舉再獲勝的考量，而以鄰近區域的

政策作為改革之參考(Besley and Case 1995; Bordignon, Cerniglia and Revelli 
2003)。至於租稅競爭，早期的理論文獻(Oates 1972; Zodrow and Mieszkowski 
1986; Wilson 1986)強調地方政府間之租稅競爭；因此認為地方政府為了爭取企

業投資及防止資本外流，會傾向採取較低的財產稅稅率。正因如此，有關於租

稅競爭的實證文獻，研究對象以美國居多(Case, Rosen and Hines 1993; Ladd 
1992; Brueckner 1998)；直至 2000 年後，研究範圍才擴及國際租稅競爭2。 
Leibrecht and Hochgatterer (2012)全面審視了近期探討公司所得稅率下降的實

證文獻，得到公司所得稅率下降歸因於國際租稅競爭的結論。 

事實上，Devereux, Lockwood and Redoano (2002)為最早探討國家層級間租

稅競爭的實證文獻。為探究 OECD 國家在 1980 年及 1990 年代法定公司稅率下

降能否解釋國家彼此間公司稅率相互競爭，Devereux et al. (2002)以 21 個 OECD
國家（1982-1999 年）為研究對象，採用 two-way 固定效果方法，得到當 OECD
其他 20 個會員國的平均法定公司稅率下降 1%時，第 21 國法定公司稅率下降

0.34-0.67%的結果。Altshuler and Goodspeed (2002)則著重在探討歐洲國家彼此

之間是否會有平均稅率3的相互競爭，結果得到當鄰近國家的平均稅率之平均

數降低 10%時，一國的平均稅率會顯著降低 3.6%；此外，若把美國視為租稅

競爭賽局的領導者時，歐洲國家之平均稅率變動除受到鄰近國家平均稅率變動

的影響外，亦受到美國平均稅率變動的影響。而 Egger, Pfaffermayr and Winner 
(2007)則以 GMM 兩階段最小平方法來估計 30 個 OECD 國家，是否在法定公

司稅率上有策略上的互動；結果仍然驗證了鄰近國家降低公司稅率會促使本國

政府降低公司稅率。Redoano (2007)則以 17 個西歐國家在 1970 到 1999 年的資

料，採用法定公司稅率為被解釋變數，結果顯示歐洲國家間存在租稅競爭，而

                                                 
1 即執政者與選民之間因為目標不ㄧ致，可能產生執政者制定的政策偏離選民原本的期待，從而損害

選民的利益。 
2 國際租稅競爭(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廣義的說就是一國從事減稅對另一國的影響(Edwards 

and Mitchell 2008)。 
3 總公司稅收占 GDP 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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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模式為依領導國(leader)4的公司稅率改變而改變。Ruiz and Gerard (2008)則
以歐盟會員國為研究對象，擴增四種有效稅率與法定公司稅率為被解釋變數
5，分別以不同權數討論地理位置、經濟地位與群聚效應對租稅政策的影響，

採用最大概似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s)之固定效果模型，而結果支持

地理距離相近的國家才有租稅競爭或相仿的現象。Overesch and Rincke (2008)
則採用 GMM 動態模型6，以 32 個歐洲國家在 1980 到 2007 年的資料，得到國

與國之間會就法定公司稅率與有效平均稅率競爭；此外，地理位置相近的國家

租稅政策互動越強。Cassette and Paty (2008)同樣採用 GMM 模型，以 27 個歐

洲國家在 1995 到 2005 年間的資料為研究對象，發現西歐國家彼此間存在著租

稅策略互動的情形，然而東歐國家間則無此現象；因此，Cassette and Paty (2008)
強調租稅政策的影響並非來自地理位置鄰近的國家，而是經濟情況類似的國家

間相互競爭的現象較強大。Devereux, Lockwood and Redoano (2008)又同樣利用

21 個 OECD 國家在 1982 到 1999 年間的資料，得到惟有在開放的經濟體下，

國家間的法定公司稅率才會相互影響；亦即國家間的互動並非標竿競爭，而是

正向顯著的策略競爭現象。 

雖說有關公司稅率政策文獻，多主張稅率變動是租稅競爭的結果；惟租稅

政策須透過政治過程如投票、立法程序等推行，脫離不了政治因素干擾 
(MacManus 2000)。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即認為利益團體為極大化本身

的效用，會透過政治參與去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如進、出口稅率或補貼。一

般而言，在公司所得稅的範疇裡，利益團體的政治遊說行為(lobby)扮演著相當

重要且具影響力的角色(Dreyfuss 2001)；他們在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國家裡積極

地建立其存在性，目標便是為了爭取擁有立法權的國會議員或行政首長能施行

他們的改革議案7。然而，任一國家的利益團體之存在需要合適的體制環境來

發展。 

有關體制的政治經濟相關文獻都多從政府型態（總統制或議會制）8及選

舉制度（多數代表制或比例代表制）來探討憲政體制如何影響財政支出及租稅

政策。例如從政府型態來看，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9)透過對 50 個民主國家

的實證研究，得到總統制國家財政支出較小的結果；而後的 Persson, Roland and 
Tabellini (2000)也提出同樣的論調認為相較於總統制下的政府，議會制的政府

                                                 
4 Redoano (2007)的領導國指的是 GDP 相對較高的國家。 
5 四種有效稅率，其中三種的估計方式分別為 Devereux, Griffith and Klemm (2002)、Nicodème (2001)
與 Martinez-Mongay (2000)所建構，最後一種算法為總公司稅收占 GDP 的比率。 

6 GMM 動態模型由 Arellano and Bond (1991)提出，為應用在追蹤資料動態模型下的一般化動差法。 
7
 最典型的例子即是美國的政治說客 Grover Norquist 所成立的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反稅組織－「美國人

民稅改協會(Americans for Tax Reform)」，有關 Grover Norquist 如何介入美國的租稅改革過程可參考 
Dreyfuss ( 2001)。 

8 總統制及議會制的區分，端賴立法機關可否透過信任投票約束最高行政首長。總統制表示最高行政

首長不用對立法機關負責，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獨立；然議會制正好相反，政府（內閣）需對立法

機關（議會）負責，立法機關可透過信任投票來節制行政系統。(Persson et al. 2000; 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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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制定較高的稅率與提供較多的公共財。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4)更進一步

研究 80 個民主國家，探究其政府型態對政府規模及政府支出結構的影響；結

果同樣支持總統制會導致規模小的政府，議會制會導致規模大的政府9。至於

為什麼有如此的結果？從理論上來說，在總統制下，行政首長的政策直接面對

選民的信任投票；然而在議會制下，人民選舉國會議員，再由國會議員選舉產

生行政首長，因此最高首長的政策並不直接面對選民的信任投票但必須得到議

會多數的支持。因而，議會制下的議員會展現凝聚力，在議會傾向結盟成穩定

的多數政府(Diermeier and Feddersen 1998; 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9)。也正因

如此，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3)認為在議會制下，穩定的多數政府會關注選

民的共同利益，支出項目會直接迎合大多數選民。 

此外，貪腐程度亦可成為影響各國法定公司稅率政策變動的政治因素之

一。根據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定義10，所謂公部門的貪腐

係指為了個人私利濫用公權力的行為。Rose-Ackerman (1978)區分貪腐為高層

政治貪腐(grand or political corruption)與官僚行政貪腐(petty or bureaucratic 
corruption)。政治貪腐係指官員濫用職權、改變國家政策，將公共支出轉至貪

腐利益最大之部門11；而官僚行政貪腐則指公務人員就其職務有關之事項及身

分，收取賄賂或不正當利益以滿足提供者之要求或慾望12。Johnson, Kaufmann 
and Zoido (1998)指出當稅負愈高時，政客以免除或減輕稅負作為對價而從企業

家處取得的賄賂款會愈多。相同的，Chand and Moene (1999)亦認為高稅率會使

得官員從私部門租稅逃漏行為中取得較大的利益。惟上述之貪腐行為係屬於低

層行政官僚的貪腐；低層的行政官僚是無法影響稅率政策的。Neeman, Paserman 
and Simhon (2008)則假設高層官員的貪腐全來自於偷取政府用來融通公共財提

供的稅收，將 Solow 成長模型納入了貪腐及資本流失(capital drain)兩個變數

後，得到了貪腐程度愈高時，官員訂的稅率也就愈高。之所以有如此的結果係

因為官員預期貪腐會使得政府收入減少，因而以提高稅率來因應。同樣的，

Ivanyna, Mourmouras and Rangazas (2010)也是從高層政治貪腐的角度分析，認

為官員為了追求自身最大的福祉，將原本分配給特定公共投資使用之政府收入

部分納為私人所有時，會有調高稅率的傾向。此外，當一國官員的平均貪腐水

準較高時，無異鼓勵了納稅義務人的租稅逃漏行為，即所謂的貪腐文化效果 
(cultural of corruption effect) ； Ivanyna et al. (2010) 因此利用疊代模型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推導出有貪腐及租稅逃漏的經濟體系比沒有貪腐

及租稅逃漏的經濟體系之勞動所得稅稅率會高出 50%。 

                                                 
9 雖是議會制會導致規模大的政府，但結果並不支持福利支出因而增加。 
10 http://blog.transparency.org/2011/12/02/what-is-public-sector-corruption/。 
11

 研究發現分配到公立學校投資(Reinikka and Svensson 2004)及硬體基礎建設(Tanzi and Davoodi 1997; 
Olken 2007)的公共預算有很大部分被高級公務員所私自挪用。 

12
 如取得公共工程合約或工程變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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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無論是議會體制或是貪腐；有關政治因素對租稅政策影響的實證文

獻其實有限。除了 Persson et al. (2000)提到議會制的政府會制定較高的稅率外，

Fredriksson, Gohmann and Mamun (2009)觀察到美國各州啤酒稅稅率與公職人

員的貪腐程度有顯著的負相關；至今，政治因素與公司所得稅的關聯性尚未清

楚建立。 

各國法定公司稅率調降原因，可歸納為國際與國內因素。近期租稅文獻認

為最主要國際因素是國際間的租稅競爭，國內因素除經濟因素，為政治經濟文

獻所提出的政治因素。租稅的實證文獻中雖然 Devereux et al. (2008)有考慮政治

因素，但其政治因素也僅侷限於執政黨占國會席次的比例，並未論及貪腐及國

家政體對稅率制定有可能造成的影響。政治經濟文獻所提出政治因素對特定稅

率政策的影響，也僅有 Fredriksson et al. (2009)以美國各州的啤酒稅率作為實證

稅目，至今尚未涉及公司所得稅稅率，更未從事跨國研究。因此，不同於過去

的租稅及政治經濟文獻，本文除討論來自他國的稅率競爭及經濟因素對法定公

司稅率的影響外，還探討法定公司稅率是否受到政府體制與貪腐程度等政治因

素干擾。此外，過去關於國際租稅競爭的文獻，皆以歐盟或是 OECD 會員國等

已開發國家為研究對象，關於開發中國家的租稅競爭問題研究甚少；但是不同

開發程度的國家，其擁有的國家特性與投資環境皆不同13。故開發程度不同，

對於租稅政策的影響因素是否有程度上的不同，亦是本文另一個探究的重點。 

本文的架構與內容如下：共計五節，除本節前言外，第貳節介紹及分析全

球法定公司稅率變動的趨勢，第參節說明本文的研究設計與模型設定，第肆節

為實證研究的結果與分析，最後一節為結論與建議。 

貳、全球公司稅率變動的態勢 

為了確認法定公司稅率在國際間的確呈現下降的趨勢，本文以地理區位、

開發程度及國家規模來全面檢視 1980-2007 年之間全球公司稅率變動的態勢；

最後，觀察樣本國家中有那些國家的法定公司稅率變動會受其鄰近國家的稅率

政策所牽動。 

目前國際上，除了 OECD 有建置其 34 個會員國自 1980 年起的法定公司所

得稅率歷史資料14，及密西根大學商學院(Stephen M.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13 例如，Moran (1998)就指出歐美國家為爭取大型企業投資而提供投資獎勵方案，其補貼每個企業之

額度一般為五千至七千萬美金，是開發中國家所無法提供的龐大資金；因此，開發中國家只好傾向

以租稅誘因來爭取外資。而後的 Goodspeed (2006)便以統計資料證實開發中國家使用租稅誘因的比

例高於 OECD 的會員國，其中最常被開發中國家所使用的租稅誘因為對 FDI 提供較低的稅率、租

稅假期或是租稅豁免等。此外，從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公司所得稅率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開發中

國家的平均公司稅率低於已開發國家，但已開發國家的降稅幅度略高於開發中國家。 
14

    OECD Tax Database,  http://www.oecd.org/document/60/0,3746,en_2649_37427_1942460_1_1_1_  
  37427,00.html#C_CorporateCap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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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置的 World Tax Database15提供的各國 1980-2002 年之法定公司所得稅率資

料庫外，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各國法定公司所得稅之追蹤資料庫。因此，Mintz and 
Weichenrieder (2010)透過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國際租稅研究計

畫(International Tax Program)蒐集了 70個國家16於 1985-2007年的法定公司所得

稅資料17。本文在全面檢視全球公司稅率變動的態勢時，便是以 Mintz and 
Weichenrieder (2010)中的 70 個國家之法定公司稅率與 OECD 及 World Tax 
Database 的稅率資料交叉核對所建置之完整資料庫來作為分析的基礎18。  

一、法定公司稅率的整體趨勢 

全球的法定公司稅率呈現持續且劇烈向下的走勢。1985 年時，全球的平均

法定公司稅率為 44.54%；然而到 2007 年時，已下降至 29.5%，整體下降幅度

高達三分之一。圖 1 顯示了不同的地理區位在三個不同時間，稅率變動的情形。 

依地理區位來看，法定公司稅率以歐洲調降稅率的幅度最鉅，自 1985 年

的 46.1%降至 2007 年的 24.30%，降幅高達 47.23%，幾乎是原本稅率的一半；

其次為非洲、亞洲、大洋洲與中南美洲，法定公司稅率約從 45%-40%下降至

30%-28%左右，降幅有 30%以上；而北美洲的降幅最少，但仍有 27.76%。 

此外，圖 1 亦顯示 1985 年時，平均法定公司稅率最高的為北美洲國家

(46.5%)，稅率最低的為中南美洲國家(40.9%)，高低差距為 5.6%；但在 2007
年時，最高的仍是北美洲國家(33.6%)，平均法定稅率最低的則改為降稅最劇烈

的歐洲國家(24.3%)，其差距擴大至 9.3%。 

若進一步以時間趨勢圖來分析各洲平均法定稅率的走勢，則圖 2 顯示了各

洲的平均法定公司稅率自 1990 年後呈現穩定的下降。此外，北美洲國家自 1993
年之後，便維持全球平均法定稅率最高地區之地位；而歐洲國家的快速減稅，

使其在 2001 年後，成為全球平均稅率最低的區域。亞洲國家的平均稅率早期

皆低於歐洲國家，但是在歐洲國家持續減稅下，到 1997 年後已經低於亞洲國

家的平均法定公司稅率，並逐漸拉開差距。另外，非洲早期的稅率起伏與歐洲

                                                 
15 http://www.bus.umich.edu/otpr/otpr/default.asp。 
16 70 個國家中包括了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歐洲的英國、法國、挪威、捷克、義大利與西

班牙等 31 個國家，亞洲的日本、中國、印度等 16 個國家，中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哥斯大黎加

等 12 國家，非洲的南非、肯亞等 6 個國家，大洋洲的澳洲與紐西蘭 2 國。 
17 其 資 料 來 源 涵 蓋 了 Finance Canada 、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Fiscal Documentation 、

PricewaterhouseCoopers、密西根大學的租稅政策研究處(Bureau of Tax Policy Research)、KPMG 等。

縱使 Mintz and Weichenrieder (2010)提供了相對完整的法定稅率追蹤資料庫，惟資料中仍有部分國家

早期的資料是缺漏的。 
18 1980-1984 年的法定稅率資料取自 World Tax Database，1985-2007 年的法定公司稅率原則上取自

Mintz and Weichenrieder (2010)；然而由於牽涉到兩段期間採用不同的資料來源，於是本文針對

1985-2002 年所重疊的 8 年一一核對資料一致性。少數已開發國家（義大利、日本、盧森堡、挪威、

西班牙、瑞士及美國）的資料出現不吻合情況，因此這幾個國家的數據全部以 OECD Tax Database
之資料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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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但 1995 年後，由於非洲國家的降稅減緩而歐洲國家依然減稅速度持續

增加，使得歐洲國家的平均法定稅率與非洲之稅率差距逐漸拉開。 

圖 1 法定稅率走勢圖-地理區位圖 

註：數據為該地區之平均法定公司稅率，單位為百分比(%)。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圖 2 平均法定稅率-時間走勢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二、法定公司稅率的變動與國家開發程度 

減稅的革命自 1980 年代開始席捲全世界，本文將資料樣本依照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分類，分為開發中國家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19與已開發國家(advanced economies) 

20兩群。由圖 3 可看

出，其實不管開發程度為何，平均法定稅率均呈現下降的趨勢；惟已開發國家

的平均法定稅率相對較高，且降稅幅度較大。 

                                                 
19 開發中國家包括阿根廷、白俄羅斯、波利維亞、巴西、智利、中國等 37 國。 
20

 已開發中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例時、加拿大、捷克、丹麥等 33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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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開發程度對法定稅率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註：同一個年度的稅率順序為已開發（左）、開發中（右）。 

三、法定公司稅率的變動與國家規模 

圖 4 顯示了 70 個觀察國家未加權的平均法定稅率(uniform weights)與分別

使用 GDP (GDP weights)及人口數(population weights)加權調整後的平均法定稅

率走勢，目的在於呈現國家規模不同對於公司稅率制定的差異。 

圖 4 國家規模對法定稅率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各國的 GDP 與人口總數取自 World Bank-WDI。 

若以 GDP 加權過後的平均法定公司稅率來看，GDP 加權的法定公司稅率

皆高於未加權的法定公司稅率，表示所得相對較高的國家或國家規模較大者，

傾向於較高的法定公司稅率，如美國、日本。若從下降的速度來看，GDP 加權

的法定公司稅率，最高時為 1985 年的 48.21%，然而，到 2007 年時已為 33.58%，
降幅為 14.63%；而未加權的法定公司稅率則由 1985 年的 43.56%下降到

26.91%，減少 16.65%，幅度高於加權過後的法定稅率。因此，GDP 加權過後

的法定稅率下降的速度較緩，表示國家越富有或是規模越大，其稅率調降的機

制越穩定。 

20

30

40

5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year

tax rate(%)

Uniform weights
GDP weights
Population weights

GDP weights 

Population weights 



84 會計評論，第 56 期，2013 年 1 月 

若以人口數加權過後的平均法定公司稅率來看，可以發現人口數較多的國

家，其法定稅率也較高；但在 1998 年到 2001 年之間，其下降的速度有明顯減

緩的趨向，表示高人口數國家此時採用稅率減緩的租稅政策，如大陸、印度。

另一方面圖 4 亦顯示以人口加權的平均法定稅率較 GDP 加權過後的低，表示

GDP 較高的國家仍比人口數高的國家更偏向較高的稅率制定。 

四、鄰近國家間的法定公司稅率互動 

國際租稅競爭，廣義的說，就是一國從事減稅對另一國的影響。而這種租

稅策略的互動，也有可能源自於地理位置的相近；也就是鄰近國家的租稅競爭

情形會更加明顯。例如 2007 年新加坡公司所得稅率降至 18%以抗衡香港的低

稅率，於 2010 年更降至 17%；但香港為了保護自己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立

即反應調降稅率至 16.5% (Edwards and Mitchell 2008)；而台灣也在 2009 年立

法通過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由 25%調降至 20%，2010 年又進一步調降至

17%。的確，本文從 70 個國家的法定公司稅率資料中發現，有些區域之相鄰

國家的法定公司稅率變化相仿；而這個情形可由圖 5 至圖 7 看出端倪。 

圖 5A 的北美洲國家中，美國與加拿大的法定稅率在 1986 年第一波調降法

定公司稅率後，墨西哥在隔年也隨之降稅；之後三個國家保持微幅調動，直到

2000 年後加拿大率先調降稅率，隔年墨西哥就跟進，美國則一直維持在 40%
的水準上。而圖 5B 的中美洲國家中，瓜地馬拉的稅率調整及制定幾乎與鄰國

的哥斯大黎加一致，雖有上下調整，但最終仍回到與哥斯大黎加相近的稅率

上。至於南美洲各國法定公司稅率的變動則似乎是較不受到鄰國稅率的影響。

例如，厄瓜多一直維持 20%的低稅率直至 1990 年升至 25%，於 2001 年更進一

步上升至 36%，於 2005 年急速下降至 15%21；然而，鄰近的祕魯則呈現早期

稅率緩慢下降、後期僵固的趨勢，至 1992 年後至 2007 年便維持在 30%。大國

如巴西的法定稅率則呈現階梯式緩慢下降的趨勢，2000 年至 2007 年維持在

34%；阿根廷則除了 1990-1992 年一度降至 20%外，一直在 33% - 35%的區間上

下變動。 

                                                 
21 厄瓜多於 1985 年的稅率為 20%，該國政府於 2000 年推行貨幣美元化政策，致使財政政策成為穩定

總體經濟的重要政策工具，厄瓜多的公司稅率因而有上下起伏的現象。(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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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美洲國家的加拿大、美國；歐洲國家的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

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

士、英國；亞洲國家有日本、韓國、新加坡；與大洋洲國家的澳洲與紐西蘭。

另外，27 個為開發中國家，屬於美洲國家的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

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瓜地馬拉、墨西哥、巴拉圭、秘魯、烏拉圭、委內瑞拉；

亞洲國家中的中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烏地阿拉

伯、斯里蘭卡、泰國與土耳其；還有，非洲國家的埃及、肯亞、摩洛哥、奈及

利亞及南非。 

為了探討開發程度不同，對於租稅政策的影響因素是否有程度上的不同，

所以本文估計模型有三：模型ㄧ係以全體 50 個國家為研究對象，模型二則以

已開發國家為主，模型三則以開發中國家為實證範圍。由於觀察資料為追蹤資

料的型態，所以估計方式通常有一般迴歸、固定效果(fixed effect)與隨機效果

(random effect)模型三種(Judge, Griffiths, Hill, Lütkepohl and Lee 1985)。本文分

別以 F 檢定、LM 檢定(Breusch-Pagan Lagrange multiplier test)與 Hausman 檢定

來選擇最適之估計式；其中，F 檢定主要在檢測固定效果與一般最小平方模型

（簡稱 OLS）之適切性，而 LM 檢定目的在於檢測隨機效果模型與 OLS 之適

切性。本文的檢測結果發現固定效果與隨機效果模型皆優於 OLS，故進一步以

Hausman 檢定來檢測隨機效果模型之估計是否優於固定效果模型。Hausman 檢

定結果顯示三種模型均應採用隨機效果模型估計。故本文估計模型之一般   
式為：  

  , 	 	 	 	 , , 	 ⋯ , , , , 

														  1, 2, … , ;		 1, 2, … , . 

   =			 	 ,  	 	, 0,  ∀	 , 

     	 , 	~	 0, ), 	~	 0, ) , , , , 0	,  

1, 2, … , . 

估計式中的 i 代表國家別，而於模型一時，n 等於 50；模型二時，n 等於

23；模型三時，n 等於 27。t 代表年。j 代表解釋變數。 代表不同國家個別行

為差異之不可觀察到的隨機誤差， , 	代表第 i 國在第 t 年的隨機誤差，包括遺

漏變數(omitted variables)的效果；其中，個別國家的特定誤差與各解釋變數

( , , )間不存在相關性。 

為探討政治運作對各國法定公司稅率的影響，本文除納入國際租稅競爭與

國內經濟因素，另加入國內政治因素。其中，國際租稅競爭以地理距離加權後

的他國稅率(TD)來詮釋；國內經濟因素則包含國家規模大小(GW)與開放程度

(OPEN)。由於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的下降與利益團體的競租行為有關，而利益

團體需附著於合適的體制環境來發展；因此本文以政體是否為議會制度(SYS)
來代表，並納入政府的貪腐程度(COR)作為本文的政治因素。因此，本文的法

定公司稅率估計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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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i=1, 2,…, n; t=1985,1986,…,2007.       

二、變數定義與資料來源 

本文目的在探究影響法定公司稅率制定的因素；因此，被解釋變數為法定

公司稅率（取對數），	 。除愛爾蘭的資料取自 Source OECD 外，其餘 49
個國家的法定公司稅率資料均來自 Mintz and Weichenrieder (2010)與 World Tax 
Database26。 

影響各國法定公司稅率變動的解釋變數、變數的計算方式與資料來源   
如下。 

1. 他國稅率(TD)27 

過去文獻對於稅率影響的強調重點各異，故加權的重點也有所不同，最常

被使用的權數為國家規模與地理距離。Redoano (2007)與 Devereux et al. (2008)
為了分析一國稅率改變是否係追隨大國或稱為領導國的稅率政策改變之故，所

以使用GDP作為稅率的加權；此外，不同於採用GDP來代表國家規模，Overesch 
and Rincke (2008)以國家人口數為加權，亦在強調國家規模的影響；另外，為

了強調經濟地位相近國家間的租稅互動強度，Ruiz and Gerard (2008)採行 GDP
的相差值之倒數為權重，而 Redoano (2007)另以 GDP per capita 的差距倒數為

權重。另外，為了強調位置相鄰的國家間租稅互動的情形，Redoano (2007)、
Overesch and Rincke (2008)與 Ruiz and Gerard (2008)採用國家間的地理距離來

加權他國稅率，而 Altshuler and Goodspeed (2002)則以選定的鄰近國家之稅率

作平均來代表鄰國稅率。 

    由於一個國家（或地區）之政府在訂定稅率的決策過程中，最主要會受到

鄰近國家（或地區）稅率決策的影響(Ladd 1992; Case et al. 1993; Besley and Case 
1995; Rork 2000; Bordignon et al. 2003; Redoano 2007; Kammas 2011)，因此本文

著重於探討地理位置相對較近的國家間稅率政策對本國稅率制定的影響。採用

Redoano (2007)所提出的地理距離加權法，作為估計他國稅率變化的指標，地

                                                 
26 智利、厄瓜多、馬來西亞與美國的早期公司稅率資料取自 World Tax Database，取用期間：智利為

1985-1995 年；厄瓜多為 1985-1997 年；馬來西亞為 1985-1993 年；而美國為 1985 與 1986 年。 
27 本文主旨在於探討各國法定公司稅率之所以調降的原因，最主要的重點之一為分析國際間稅率的訂

定是否存在策略互動，即一國的法定公司稅率是否會受到他國稅率的影響。如果結果是顯著影響則

代表了國際競爭的壓力存在。國際競爭的壓力在於為了爭取流動性資本流入所形成的一種尋底式的

租稅競爭(a race to the bottom)，當然他國理應包含租稅天堂；惟租稅天堂大都是英屬（百慕達、維

京群島、開曼群島及曼島等）或荷屬（荷屬安地列斯群島），蒐集完整的的相關資料具有困難性，

無法納入本研究的對象。但是一些全球聞名的租稅天堂國家如愛爾蘭、盧森堡及瑞士則有納入本研

究對象的 50 個國家中。 



90 會計評論，第 56 期，2013 年 1 月 

理距離愈近權數愈高28。本文將他國稅率以對數型態表示，主要在捕捉一國公

司稅率與鄰近國家公司稅率的彈性；此外，考慮到租稅政策的落後性，故採前

一期的鄰國稅率來表達。計算方式如下： 

	國的鄰國稅率	 , 	 	 ∑ , 	 , , 

,  	 ,

∑	
,

, 

,  =  i 國與 j 國的地理距離. 

公司法定稅率的資料來源除愛爾蘭的資料來源為 OECD Tax Database 外，

其餘各國取自 Mintz and Weichenrieder (2010)。而地理距離的資料來自法國國際

信息展望中心（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簡稱 CEPII）的 GeoDist 資料庫，是以該國首都所在之經緯度來計算與他國首

都經緯度的地理差距29。 

2. 國家規模(GW) 

Bucovetsky (1991)與 Wilson (1991)曾以賽局理論說明國家規模(size effect)
對於稅制選擇的影響；Bretschger and Hettich (2002)亦利用 14 個 OECD 國家在

1967 到 1996 年的縱橫資料，證實較小的國家徵收較低的有效公司稅率；Hines 
(2005)同樣提出國家大小與稅率呈現強烈的正相關，因為大國較有能力去開拓

市場，故高稅率仍可以獲利。Winner (2005)與 Ruiz and Gerard (2008)也實證支

持國家規模小者，其公司稅率較低的論點。但 Robinson (2005)以 SADC 

30從 1980
到 2000 年的實證結果，則認為國家規模與稅率之間無顯著關係。 

認定國家規模的方式甚多，過去實證文獻大多以國家人口數或 GDP 做為

衡量國家規模的標準；本文目的在於探討國家在全球中的相對大小，故採用國

家 GDP 占全球 GDP 之比率為國家大小的代表。計算方式如下： 

	國的國家大小 	 ,
, . 

                                                 
28 在估計他國稅率時，由於地理距離愈近權數愈高；意謂著稅率訂定的策略互動行為較可能發生在同

一區域，至於跨區的影響力則比較薄弱。這個假設其實是合理的，Mutti (2003)以拉丁美洲及歐洲為

例指出，同一區域內的國家在經濟上是密不可分(closely integrated)的關係；從外人直接投資者的角

度來看，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另一個國家的替代投資區位。 
29 GeoDist 資料庫中有兩種不同的資料檔:一為特定國家城市與城市間的距離資料(country-specific)；一

為國與國之間雙邊(dyadic)的距離資料。第二個資料檔的距離衡量方式又分兩種：簡易距離（dist
及 distcap）和加權距離（disw 及 distwces）。詳細的 GeoDist 資料說明可參考 Mayer and Zignago 
(2011)。本文旨在分析位置相鄰國家間之稅率政策的策略互動關係，基於稅率政策屬中央政府的職

權，本文採用簡易距離(distcap)，以該國首都所在之經緯度與他國首都經緯度的地理差距來代表兩

國的距離。 
30 SADC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包含的國家有安哥拉、波紮那、剛果、賴索托、

馬拉威、模里西斯、馬達加斯加、莫三比克、那米比亞、南非、史瓦濟蘭、坦尚尼亞、尚比亞與辛

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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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 GDP 的資料來自 World Bank 的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簡稱

WDI）資料庫。 

3. 開放程度(OPEN) 

根據租稅競爭的傳統理論，假定兩個條件一致的國家，當開放程度越高

時，表示資本可移動的速度與程度增加；此時，若其中一國政府提高稅率，其

國內資本會外流至他國，而使他國獲益。因此；開放程度高比開放程度小的國

家更傾向於輕稅的政策。目前大部分的實證文獻結果支持傳統租稅競爭理論，

得到開放程度與公司稅率間呈負相關(Gordon 1992; Rodrik 1997; Bretschger and 
Hettich 2002; Slemrod 2004; Robinson 2005; Winner 2005; Ghinamo, Panteghini 
and Revelli 2007)；但仍有少數文獻如 Quinn (1997)與 Swank (1998)卻提出開放

程度與公司所得稅呈正相關的實證結果，而 Garrett (1998)則認為開放程度與公

司稅率無關。 

關於開放程度的指標，資本市場方面以 Quinn (1997)的量化指標，為最著

名也最多文獻引用，此指標取自 AREAER31的資料，但該指標的年度僅涵蓋

1974 至 1989 年；Sachs and Warner (1995)則針對貿易管制與關稅等資料為依

據，建構一套貿易開放度的虛擬變數，而此指標亦僅侷限於 1950 至 1992 年。

因此，不少實證文獻分別針對貿易開放度與資本流動程度，提出一般可得且年

度較長的變數來衡量此一開放性；其中，貿易開放度通常以一國之進出口總額

占 GDP 的比率為代表；資本流動指標則以外國直接投資占 GDP 的比率或投資

與儲蓄之關係衡量之。本文採用一國之進出口總額占 GDP 的比率來代表 1 國

之開放程度；並以對數型態呈現，目的在於探討開放程度與本國稅率變動的  
彈性。 

, 	 , ,

,
,  

, =第 i 國在第 t 年的總出口額. 

, =第 i 國在第 t 年的總進口額。該比率來自 Penn 資料庫. 

4. 貪腐程度(COR) 

有關貪腐的租稅相關文獻，大都集中於租稅逃漏的議題。正因公部門貪

腐，使得家計部門或廠商有機會透過賄賂官員以從事租稅逃漏行為。Chand and 
Moene (1999)即認為高稅率會使得貪腐官員從私部門租稅逃漏行為中取得較大

的利益。Neeman et al. (2008)假設高層官員的貪腐係來自用來融通公共財提供

的稅收之竊取，由於預期貪腐會使得政府收入減少，因而會以提高稅率來因

應；而且貪腐程度愈高時，官員訂的稅率也就愈高。同樣的，Ivanyna et al. (2010)
認為官員為了追求自身最大的福祉，將原本分配給特定公共投資使用之政府收

                                                 
3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 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此指標

係根據對資本市場的限制程度而計算的間斷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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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部分納為私人所有時，會有調高稅率的傾向。而且，當一國的平均貪腐水準

較高時，納稅義務人的租稅逃漏行為更無所忌憚，即所謂的貪腐文化效果；因

此推導出有貪腐及租稅逃漏的經濟體系比沒有貪腐及租稅逃漏的經濟體系之

勞動所得稅稅率會高出 50%。 

貪腐程度(corruption)是否會影響稅率政策，在理論文獻上已有討論；惟在

實證研究上並未有文獻對此關係驗證，遑論對法定公司所得稅率的制定。 

雖是如此，由於貪腐行為都是避人耳目的進行，因此從本質上要衡量貪腐

程度是非常困難的；此外，Gurgur and Shah (2002)曾提醒貪腐是個很廣泛的概

念，故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貪腐指標下，可能出現不一致的結果；故為避免資

料上的誤差，在貪腐指標上應採行綜合性的指標。因此本文的貪腐資料採用最

廣泛被用來衡量貪污情況的社會經濟指標，即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之貪腐認知指標（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CPI
為一個綜合來自不同機構的 13 種調查結果所得出之衡量公部門是否有濫用公

權力以圖謀私利的指標32，該指標的值係界於 0 到 10 之間，該值愈高代表政府

清廉程度愈高；反之，值越低表示該國的貪腐程度越高。 

雖然過去的實證文獻並未討論貪腐程度對法定公司所得稅率的影響，但根

據 Neeman et al. (2008)及 Ivanyna et al. (2010)的推論，應該同樣適用於公司所得

稅率的情況。換言之，當貪腐認知指標提高時，政府的平均貪腐水準降低；偷

取特定公共投資專款的行為減少，致官員無須提高公司所得稅率來因應貪腐行

為所造成的收入之減少。而且，由於貪腐文化效果的降低，法定公司所得稅稅

率會降低。 

5. 議會制度(SYS) 

一般而言，在公司所得稅的範疇裡，利益團體的政治遊說行為扮演著相當

重要且具影響力的角色(Dreyfuss 2001)；減稅等同利益團體獲取經濟租，所以

利益團體會致力爭取擁有立法權的國會議員或行政首長能施行他們的減稅議

案。因此，法定公司所得稅稅率的下降應該與利益團體的競租行為也有關。然

而，任一國家的利益團體之存在需要合適的體制環境來發展。Bennedsen and 
Feldmann (2002)認為為了維護政府的存在，議會內閣制度會產生多數政府及關

注選民的共同利益，重視較狹隘議題的利益團體比較沒有誘因或空間從事遊說

活動。Persson et al. (2000)也認為相較於總統制下的政府，議會制的政府會制定

較高的稅率與提供較多的公共財。 

雖然文獻上並未清楚建立法定公司所得稅率與政府體制的關係，本文仍預

期議會體制政府的公司稅率制定高於其他體制的政府；資料取自 World Bank

                                                 
32 13 個資料來源主要來自 10 個研究單位，有 Asian Development Bank、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Bertelsmann Foundation、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Freedom House、Global Insight、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World Bank (IDA and IBRD)與
World Economic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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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簡稱 DPI）資料庫，為虛擬變數，設定當國

家政體為議會制時以 1 代表，其他形式的政體為 0。 

 所有相關變數的定義與資料來源彙整如表 1。 

表 1 變數的定義與資料來源 

變數 解釋 資料來源  預期符號

被解釋變數(dependent variable)   
法定公司稅率 
ln(T) 

 
愛爾蘭資料取自 Source OECD。 
其餘均來自Mintz and Weichenrieder (2010)與World Tax Database。 

  

解釋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 

他國公司稅率 
ln(TD) 

 
以地理距離加權之其他國家法定公

司稅率來估計。 
 

稅率資料來源同上。 
距離資料來自 CEPII。 

 ＋ 

國家規模 
(GW) 

 本國 GDP 占全球 GDP 的比率。  
World Bank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開放程度 
ln(OPEN) 

 進口值與出口值占 GDP 的比率  Penn World Table 資料庫。  － 

貪腐程度 
(COR) 

 
綜合指標，界於 0 到 10 之間，值越

低表示貪腐越嚴重。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貪腐指標(CPI)。  － 

議會制 
(SYS) 

 
虛擬變數，政體為議會制時以 1 表

示，其餘為 0。 
 

World Bank：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肆、實證結果分析 

一、敘述統計分析 

表 2 呈現了所有變數的基本統計量。首先，全體樣本國家的平均法定公司

稅率從 1985 年的 44.82%降至 2007 年間的 29.08%，下降趨勢明顯。而且，不

論是 1985 年或是 2007 年，已開發國家的平均法定公司稅率皆高於開發中國

家，但差距從 1985 年的 7.90% 縮小至 2007 年的 0.50%。  

若以平均法定公司稅率的標準差來看，從 1985 到 2007 年，三個樣本群的

標準差都呈現下降的結果，顯示公司稅率的制定範圍隨時間而有收斂的趨勢；

惟已開發國家標準差小於開發中國家，表示開發程度高的國家稅率制定較趨於

穩定。在 1985 年時，稅率最低的國家是厄瓜多(20%)，最高的是印度(63%)，
皆為開發中國家，正呼應前述變異性高的特性；而在已開發國家下，稅率最低

的為瑞士(31.9%)，最高的是德國(62.6%)。2007 年時，開發中國家稅率最低的

國家是巴拉圭(10%)33，最高的是南非(36.9%)34；已發開國家稅率最低的國家是

愛爾蘭(12.5%)35，而最高是日本(40.7%)36。 

                                                 
33 巴拉圭原本於 1985 年的稅率為 30%，2004 年巴拉圭政府為了提升租稅制度的效率，從事了一項全

面性的租稅改革，包括擴大公司所得稅及加值稅稅基等；此外，又為了降低逃漏稅情形而調低公司

所得稅率至 10%。 
34 1985 年稅率最高的印度，到 2007 年時降為 33.99%，降幅為 46%。而南非在 1985 年時，稅率為 50%，

調降幅度有 26%；此外，南非在 2008 年又將稅率降為 34.55%。 
35 愛爾蘭稅率在 1985 年為 50%，降幅高達 67%；而 2007 年瑞士的稅率為 21.3%，降幅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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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數的基本統計量 

 研究範圍  觀察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法定 
公司 
稅率 
(T) 
(%) 

1985 年 

全體樣本 50 44.82 9.219 20.0  63.0  

已開發國家 23 48.00 7.721 31.9 (瑞士) 62.6 (德國) 

開發中國家 27 42.10 9.647 20.0 (厄瓜多) 63.0 (印度) 

2007 年 

全體樣本 50 29.08 6.881 10.0  40.7  

已開發國家 23 29.35 6.739 12.5 (愛爾蘭) 40.7 (日本) 

開發中國家 27 28.85 7.119 10.0 (巴拉圭) 36.9 (南非) 

國家規模 
(GW) (%) 

 全體樣本 1,150 1.830 4.409 0.015  33.755  

 已開發國家 529 3.359 6.106 0.123 (新加坡) 33.755 (美國) 

 開發中國家 621 0.526 0.765 0.015 (巴拉圭) 5.840 (中國) 

開放程度 
(OPEN) (%) 

 全體樣本 1,173 69.59 60.39 10.34  456.56  

 已開發國家 552 81.65 78.39 13.23 (美國) 456.56 (新加坡) 

 開發中國家 621 58.86 34.46 10.34 (巴西) 215.68 (馬來西亞) 

貪腐程度 
(COR) 

 全體樣本 1,039 5.523 2.667 0.2  10  

 已開發國家 529 7.637 1.609 3.42 (義大利) 10 (芬蘭與丹麥)

 開發中國家 510 3.330 1.536 0.2 (印尼) 7.5 (智利) 

議會制 
(SYS) 

 全體樣本 1,100 0.508 0.500 0  1  

 已開發國家 506 0.909 0.288 0  1  

 開發中國家 594 0.167 0.373 0  1  

在國家規模上，會因國家的開發程度不同而存在顯著的差異；例如，已開

發國家的平均規模(3.359%)大於開發中國家(0.526%)有六倍之多。而國家規模

最大的美國，約占全球 GDP 的三分之一(33.76%)，其次為亞洲的日本，約占十

分之一；在開發中國家，規模最大的為中國，但 GDP 僅占全球約二十分之一

(5.84%)。而國家規模最小的是巴拉圭，其 GDP 僅占全球千分之 1.5；然而，已

開發國家中規模最小的是新加坡，卻仍占有全球 GDP 的千分之 12.3。 

在開放程度上，已開發國家之進出口值占 GDP 的比率平均值(81.65%)高於

開發中國家(58.86%)。在已開發國家中，開放程度比率最低的是美國(13.23%)，
而最高的為新加坡(456.56%)；在開發中國家，開放程度比率最低的是巴西

(10.34%)，而最高的為馬來西亞(215.68%)。 

在政治因素上，已開發國家的平均貪腐程度低於開發中國家，顯示開發程

度較低的國家，其政府品質不如已開發國家。而貪腐程度最高的為開發中國家

的印尼(0.2)，貪腐程度最低的是已開發國家的芬蘭與丹麥(10)，皆為歐洲國家；

                                                                                                                                                    
36 1985 年日本稅率為 57.8%，降幅近 30%。在 1985 年稅率最高的已開發國家-德國，於 2007 年稅率

降為 38.3%，降幅約為 39%；到 2009 年更降為 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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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開發國家中貪腐程度最高的是 1996 年的義大利(3.42)，而開發中國家貪腐

最低的是 2001 與 2002 年的智利(7.5)。 

在國家體制方面，施行議會制度的國家約占全體樣本一半的比率(0.51)，
且九成以上的已開發國家(0.91)均施行議會制度。在已開發國家中，並未採行

議會制的國家僅有韓國、美國與 1986 年之前的希臘；而開發中國家則只有印

度、馬來西亞、巴基斯坦、泰國與土耳其為議會制度的國家。 

二、模型檢定 

在進行模型推估與分析前，首先需檢測變數是否符合定態(stationary)數列

的假設。有鑒於傳統單根檢定力不足的缺點，因此本文採用同時考慮時間序列

與橫斷面資料的單根檢定法(panel unit root test)來檢測。一般檢定方式有 Levin, 
Lin and Chu (2002)37的 LLC 檢定及 Im, Pesaran and Shin (2003)的 IPS 檢定。LLC 
檢定與 IPS 檢定的虛無假設均為所有序列皆具單根，對立假設則為每個序列皆

為穩定序列；然而 LLC 檢定的對立假設需要所有的序列之係數值都相同，因

此常遭詬病；而 IPS 檢定則是放寬此假設，改以 t-bar 的檢定統計量來提高其

檢定力。惟 LLC 檢定允許每個變數可個別考慮時間趨勢與截距項的存在與否，

並加入考慮橫斷面資料的訊息，提升其檢定力；而 IPS 檢定量並未充分利用橫

斷面資料的訊息，因此，Maddala and Wu (1999)認為 IPS 檢定不如 LLC 檢定表

現的優良；故本文採 LLC 檢定來測定本文的變數是否為定態序列。 

表 3 顯示 LLC 的追蹤單根檢測結果。首先，以未加入時間考量的 LLC 檢

定結果可以發現，本文的開放程度與議會體制變數皆顯著拒絕 LLC 檢定的虛

無假設，表示這兩個變數為定態之序列；但法定稅率、鄰國稅率與國家規模皆

無法拒絕該虛無假設。加入時間趨勢後，進一步對這三個變數進行檢定，其結

果顯示法定稅率、鄰國稅率與國家規模皆顯著拒絕存在單根問題的虛無假設，

故本式變數不存在單根，為一定態之序列。 

表 3  LLC 追蹤資料單根檢定結果 

  未加入時間趨勢 加入時間趨勢 

 係數 
t-star 
統計量 

p 值  係數 
t-star 
統計量 

p 值  

法定稅率 ln(T) -0.120  -0.264 0.396  -0.353 -3.891 0.000 *** 

他國稅率 ln(TD) -0.094  2.889 0.998  -0.292 -4.088 0.000 ** 

國家規模(GW) -0.069  6.862 1.000  -0.147 -1.347 0.089 * 

開放程度 ln(OPEN) -0.091  -1.940 0.026 **     

議會體制(SYS) -0.269  -4.807 0.000 ***        

註：*表示在 10%的水準下顯著；**表示在 5%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表示在 1%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

假設。 

                                                 
37 Levin and Lin 在 1992 與 1993 年就已經提出追蹤資料單根檢定的 working paper，但在 2002 年與 Chu

共同合著下，才刊載於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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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所有變數皆為定態序列後，接著本文以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簡稱 VIF），來檢測選擇的變數是否存在共線性(collinarity)的可

能，其計算方式為容忍值(tolerance)的倒數38，一般判定當 VIF 值高於 10 時，

模型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而從表 4 可以得知模型變數中，貪腐程度(COR)
的 VIF 值最高，但也僅為 1.96，而整體模型變數的平均 VIF 值為 1.61，遠低於

判定的標準，故表示整體模型不存在統計上線性的問題。 

表 4 變異數膨脹因子 

 容忍值 VIF 

他國稅率 ln(TD) 0.7967  1.26 

國家規模(GW) 0.7303  1.37 

開放程度 ln(OPEN) 0.6453  1.55 

貪腐程度(COR) 0.5158  1.94 

議會制(SYS) 0.5098  1.96 

平均 VIF  1.61 

另外，若兩個解釋變數間的相關性過高，亦可能產生共線性的問題，故本

文再以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及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檢驗變數間是否存在共線性的問題，從表 5 可以得

知，本文變數間的相關係數絕對值，最高為貪腐程度(COR)與議會制(SYS)的相

關係數，分別為 0.6526 及 0.6457，顯示本模型變數間的線性關係並不明顯，即

不存在共線性的問題。 

表 5 皮爾森相關係數及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 

 ln(TD) GW ln(OPEN) COR SYS 

他國稅率 ln(TD) 1.0000  0.1364 -0.3383 0.0959 0.2335  

國家規模(GW) 0.0632  1.0000  -0.3480 0.3672 0.3465 

開放程度 ln(OPEN) -0.3051  -0.3854  1.0000  0.2197 0.1922 

貪腐程度 (COR) 0.1178  0.2237  0.2180  1.0000  0.6457 

議會制(SYS) 0.2376  0.0088  0.2323  0.6526  1.0000  
註：矩陣左下半邊呈現皮爾森相關係數，矩陣右上半邊呈現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 

最後，本文分別以 F 檢定、LM 檢定與 Hausman 檢定，來選擇最適之追蹤

資料估計模型；其檢定的結果列於實證結果的下方。結果發現三種模型均應採

隨機效果模型來估計，而且在隨機效果模型下的 Wald 檢定，也呈現顯著的結

果，顯示模型所有的係數異於零，具有解釋能力。 

                                                 
38 容忍值為(1－ )，而 為第 i 個自變數被其他自變數當作依變數來預測時，第 i 個自變數可以被解

釋的比例；故容忍值為該自變數被其他變數所無法解釋的殘差比，此值越高表示不可取代性也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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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證結果 

本文的實證結果如表 6，模型ㄧ為全體 989 個觀察值的實證結果；模型二

為已開發國家樣本的實證結果；模型三為開發中國家樣本的結果。而該模型的

觀察個數、模型適切度(R2)、模型選擇的檢定統計量值（F 檢定、LM 檢定與

Hausman 檢定）與隨機模型的 Wald 檢定皆附於實證結果的下方。 

首先，本文以地理距離加權後的法定公司稅率來詮釋來自於他國的國際租

稅競爭。從表 6 可以發現，不論是全體樣本或是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他

國稅率都呈現顯著正向的結果，與過去文獻(Devereux et al. 2002; Altshuler and 
Goodspeed 2002; Egger et al. 2007; Redoano 2007; Cassette and Paty 2008; 
Devereux et al. 2008; Overesch and Rincke 2008; Ruiz and Gerard 2008)有關國際

租稅競爭的實證結果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國與國之間的租稅政策會相互影響，

且距離越相近的國家，在政策制定上的互動越強烈。然而，他國稅率雖然對已

開發及開發中國家的法定稅率皆有顯著的影響；但從相對的係數來看，已開發

國家的稅率對他國稅率變動的反應程度是相當高的。 

經濟因素上，國家規模在三個模型下，均呈現正向顯著的結果，符合理論

與大部分實證文獻的結果(Bretschger and Hettich 2002; Hines 2005; Winner 
2005; Ruiz and Gerard 2008)，表示國家規模越大，其法定公司稅率也越高；反

之，規模越小的國家，其稅率越低。然而國家規模對於已開發國家而言，影響

稅率的程度不及開發中國家；即規模越大的開發中國家，其公司稅率的制定明

顯較高，但規模較大的已開發國家，雖然稅率也略高，但差異不如在開發中國

家明顯。 

而開放程度指標上，本文的實證結果支持傳統的租稅理論，與大部分文獻

(Gordon 1992; Rodrik 1997; Bretschger and Hettich 2002; Slemrod 2004; Robinson 
2005; Winner 2005; Ghinamo et al. 2007)的實證結果一致，即開放程度與法定公

司稅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也就是當開放程度越高時，法定公司稅率會

越低。此外，開發程度越低的國家，對於開放程度的敏感度越高。 

政治因素方面，本文以貪腐程度及國家政體為代表。貪腐程度係以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貪腐認知指標來衡量。該值愈高代表政府的治理能

力愈好、清廉程度愈高；反之，值越低表示該國的貪腐程度越高。從本文的實

證結果發現，不論在哪個模型下，貪腐指標均得到顯著的負向關係。由於法定

公司稅率採對數，而貪腐程度是一般數值，因此屬 log-linear 模型；表示當其

他因素不變時，只要任一國家的貪腐指標上升 1 分時（清廉程度提高 1 分），

法定公司所得稅率下降的幅度在全體國家模型中為 3.11%，在已開發國家模型

中為 1.76%，在開發中國家模型中為 4.3%。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論是已開發

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當其貪腐程度降低或清廉程度提高時，其法定公司稅率

會降低。此結果與 Neeman et al. (2008)及 Ivanyna et al. (2010)的推論一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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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貪腐程度對於開發中國家稅率制定的影響高於已開發國家，當政府清廉程

度愈高時，開發程度較低的國家之稅率下降幅度會高於已開發國家。 

表 6 隨機效果模型的實證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全體樣本 已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 
他國稅率 ln(TD) 0.8998 *** 0.9736 *** 0.7641 *** 

 (0.057) (0.076) (0.093)  

國家規模(GW) 1.1665 *** 0.7708 * 4.6714 ** 

 (0.378) (0.438) (2.003)  

開放程度 ln(OPEN) -0.0946 *** -0.1081 *** -0.1164 *** 

 (0.025) (0.040) (0.033)  

貪腐程度(COR) -0.0311 *** -0.0176 * -0.0430 *** 

 (0.006) (0.010) (0.009)  

議會制(SYS) 0.1377 *** 0.1269 * 0.1008 ** 

 (0.034) (0.073) (0.048)  

截距項 0.7926 *** 0.5175 1.3719 *** 

 (0.281) (0.422) (0.431)  

觀察個數         989        506        483 
R 平方-within 0.4458 0.5619 0.3283 
R 平方-between 0.4574 0.3545 0.4352 
R 平方-overall 0.4406 0.4790 0.3800 
F 檢定 151.17 *** 122.91 *** 44.34 *** 

LM 檢定 1781.73 *** 1009.13 *** 744.98 *** 

Hausman 檢定 4.57 6.72 3.04  

Wald 檢定 791.34 *** 624.31 *** 238.04 *** 

註： 
括號內數字為標準差。 

*表示在 10%的水準下顯著；**表示在 5%的水準下顯著；***表示在 1%的水準下顯著。 

在國家政體方面，本文三個模型的實證結果與 Persson et al. (2000)的理論

相符，認為相較於其他體制下，當國家為議會體制時，其法定公司稅率的制定

顯著較高。已開發國家的議會制度相對於開發中國家較具有影響力。 

綜上所述，鄰近國家的公司稅率對於本國的法定公司稅率制定，存在有正

向顯著的影響，表示國家間的租稅政策確實有互動的現象。而經濟因素中的國

家規模與開放程度，不論是在全體樣本國家、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均對

法定公司稅率的制定有顯著的影響，且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影響程度皆高於已開

發國家。政治因素方面，貪腐程度與國家為議會體制皆對法定稅率有顯著的影

響，其中政府貪腐程度與法定公司稅率存在正向的關係；而相較於其他國家政

體，當國家為議會體制時，其法定稅率較高，此現象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

家同樣明顯。故影響法定公司稅率的因素，不只是近年文獻著重探討的稅率競

爭與經濟因素；其實，政府品質與國家政體對於稅率的決定也具有影響力；此

外，開發程度不同的國家，對於租稅政策決定的因素與影響程度也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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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是國際租稅競爭（他國稅率）抑或國內政治因素（貪腐程度及議

會制），對本國法定公司稅率政策之制定有較大的影響?由於他國稅率與貪腐程

度的單位不同，議會體制是虛擬變數，故無法從三者的係數大小判定何者的影

響較大；惟仍可從彈性大小窺看出他國稅率與貪腐程度兩者的相對重要性。由

於本國稅率及他國稅率皆以對數型態表示，因此 log-log 模型下的實證結果，

其係數即等於彈性；全體樣本、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三種模型下之彈性依

序分別為 0.8998、0.9736、0.7641。至於本國稅率與貪腐程度屬 log-linear 的關

係，其彈性等於係數乘上解釋變數的平均值；因此全體樣本、已開發國家及開

發中國家三種模型下，貪腐程度之彈性依序分別為 0.1718、0.1344、0.1432。
換言之，若以彈性來看，近年來本國稅率之所以有調降的趨勢，國際租稅競爭

扮演著相對的重要性角色。 

伍、結論與建議 

近二十年來，全球的法定公司稅率呈現一致且穩定的下降趨勢；此外，從

資料數據來看，不少地理區域鄰近的國家，其法定公司稅率的波動都可發現相

雷同之處。而造成公司稅率減低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國際租稅競爭的結果，

但也有學者認為是國內因素的影響；不過，究竟是國際租稅競爭的壓力、國內

本身的經濟情況，抑或過去文獻所未探討的政治運作之影響，文獻上並沒有全

面性的實證探討。因此，本文旨在綜合考慮上述三種因素對法定公司所得稅稅

率制定的影響；研究範圍擴及世界五大洲 50 個不同開發程度的國家。 

透過隨機效果模型，本文的實證結果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一國的

法定公司稅率制定會受到鄰近國家的租稅競爭壓力、國家本身的規模大小、開

放程度與政治因素中的貪腐與議會制度所影響；其次，法定公司稅率與鄰國稅

率、國家規模、議會制度存在同向的變動關係，而開放程度越高與貪腐程度愈

低的國家，法定公司稅率則有越低的傾向；第三，不同開發程度的國家對國際

租稅競爭壓力的反應程度不同；開發程度高的國家，對於鄰國租稅壓力的反應

較敏感，調降幅度較高。 

由於本文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國際間的租稅競爭及國內的政治因素是否對

於近年來各國法定公司稅率政策的制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析上並未觸及到

其衍生的財政效應。未來可從國際租稅競爭或國內政治操作的議題下，延伸探

討法定公司稅率下降趨勢對該國公共支出水準、公共支出結構、總稅收狀況、

乃至其他稅賦的影響。此外，若國際租稅競爭的目的在於鼓勵資本流入及防止

資本流出；那麼鄰國的公共投資水準與本國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及本國的公共投

資水準應當有策略性的互動現象，這也是另一個值得觀察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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